
 

 

“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

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董    静，吕孟丽
（上海财经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

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 2016−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

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

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

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

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

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

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

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

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

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

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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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减贫四十年》报告的重磅发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减贫事业取得的非凡成就。我国历

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在全球扶贫工作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值得关注的是，自“精准扶贫”政策出台以来，大量企业积极参与、群策群力，深入推进“精准扶

贫”行动，不仅为贫困人民带来资金救助式的兜底扶贫，更利用市场优势创新出了开发式的产业

扶贫，激活了贫困地区的造血机能（吕鹏和刘学，2021）。企业积极承担脱贫攻坚任务，其本质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彰显出我国企业在减贫事业中的责任和担当。因此，如何推动企业切实履行

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与国家战略的持续性协同共进成为当前关注的重点。

根据以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公司治理被认为是组织支撑和顶层决策因素，既影响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也关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Bolourian 等，2021）。我国从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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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视角展开的社会责任研究，大多以西方的公司治理核心要素为焦点（沈洪涛，2007；王士红，

2016；Liao 等，2018），未能充分体现中国公司治理的特点。而“精准扶贫”等富含中国特色的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理应结合中国公司治理的情境展开。纵观我国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在企业中嵌

入党的领导，不仅是我国的创新之举，更是区别于其他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鲜明特色。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进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一种普遍的政治经济现象（郑登津等，2020），我国

扶贫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也在于以基层党组织为基础形成作战单元。但现有文献对党组织在扶

贫攻坚中的作用研究，大多聚焦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且大多基于政府体系的党组织展开分

析（汪三贵，2018;王雨磊和苏杨，2020；谢岳，2020），对企业党组织参与扶贫等政策型社会责任的

微观研究不足。党组织嵌入能否以及如何在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间架起桥梁仍未得到充分

探究。虽然修宗峰等（2022）从微观视角考察了企业党组织与脱贫攻坚的关系，但其研究样本仅

限于国有企业。事实上，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党组织都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

格，承担着“把关定向”的核心作用，是党在企业层面联系群众、宣传和贯彻政策的关键一环（柳

学信等，2020，2022）。此外，现有研究发现党组织治理能够影响我国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结果，如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的方式能抑制高管人员攫取超额报酬（马连福等，2013）；党组织作为企

业的制度安排能降低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郭

宏等，2020）；党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嵌入能够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郑登津等，2020）、促进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万攀兵，2020）等。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认

为，党组织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嵌入公司治理（马连福等，2012;柳学信等，2020），但对党组织如

何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以及影响其作用发挥的因素有哪些则缺乏充分研究。

基于此，本文以扶贫社会责任为研究切入点，以注意力基础观为理论基础，提出党组织嵌入

公司治理影响决策者对扶贫社会责任的注意力配置，从而影响企业与扶贫社会责任间的关系和

对扶贫形式的选择，尤其是对“输血式”和“造血式”两种不同扶贫方式的选择。此外，本文还探

讨了企业党建质量、企业业务特点以及区域红色文化三个因素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

贫社会责任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且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履行“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表明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影响着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注意力配置；在党建质量高、区域红色文化

浓厚的情境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为显著；当企业以农业为主

业时，增强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正向关系。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第一，结合注意力基础观深化了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理解和

认知。以往研究大多认为党组织治理是独立于企业的赋权型政治嵌入（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

郭宏等，2020），本文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注意力分配来作用于企业行

为。第二，将扶贫社会责任分为“输血式”和“造血式”两个类别，细化了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与性

质的研究。现有文献大多以扶贫社会责任的整体视角展开，但“输血式”和“造血式”的社会责任

在性质上具有显著差异，本文发现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这两种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是不同

的。第三，丰富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进而影响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的情境因素的分析。以

往文献大多从外部治理视角来探讨对企业内部党组织作用的影响，如证监会的监督、媒体监督

等（柳学信等，2022；修宗峰等，2022），对党组织自身建设质量以及企业特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则

研究不充分。本文从党组织和扶贫社会责任的特征切入，探讨了企业党建质量、企业业务特征以

及区域红色文化的调节作用，拓宽了党组织与企业社会责任间关系的边界研究。第四，为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党组织治理提供了支持证据。本文将我国特色治理元素融入社会责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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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于推动微观企业参与扶贫减贫、乡村振兴等社会事业，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生态，提供了理

论思考和实践经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社会责任

企业在多任务情境下如何决策和行动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的关键问题之一，而决策结果在

于企业如何配置决策者或管理层的注意力（Ocasio，1997）。注意力基础观认为企业是注意力的配

置系统，企业注意力焦点受到由企业参与者、规则、结构位置、资源所构成的注意力结构的影响

（Ocasio，1997）。这一观点为理解组织决策和组织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视角。根据嵌入理论和

注意力基础观，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嵌入企业内部，使党组织的非经济行为

嵌入到企业的经济行为之中并发挥作用，作为参与者对企业的注意力分配产生影响（郑登津和

谢德仁，2019）。随着我国企业党组织的发展，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体现在多维度、多环节，对企

业在决策及行为的注意力配置上的影响也由表及里（郭宏等，2020）。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消

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杨灿明，2021）。“精准扶贫”的提出，

成为该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年目标的重要保障，扶贫工作也成为了党的工作重点。作

为党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党组织在嵌入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将通过影响企业对扶贫

这一工作重点的注意力分配而推动企业承担扶贫社会责任。

首先，根据注意力基础观，制度规则是影响企业配置其注意力、实现目标的原则和逻辑

（Ocasio，1997），而企业党组织是中国情境下的一项独特制度安排，通过嵌入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的

重要参与者，对企业的运行规则、行动准则等制度具有塑造作用（何轩和马骏，2018），影响企业的

注意力配置方向和原则。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法律基

础，党组织在公司中起到政治核心作用，选人用人等重大事项决策、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以及廉政建设等制度性权利被纳入公司章程，使党组织作为正式制度嵌入公司治理体系（郑

登津等，2020）。另一方面，注意力基础观提出参与者通过其信念和价值观影响企业的注意力配

置（Ocasio，1997）。企业党组织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的先进

理念通过企业党组织不断融入企业文化价值中（郑登津等，2020），在企业中形成非正式制度嵌

入。由此，党组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嵌入影响企业决策和行动，引导企业决策者把注意力

分配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和政策方针的贯彻上（修宗峰等，2022）。

扶贫脱贫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和历史使命，更是在党领导下开展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体系化行

动（王雨磊和苏杨，2020）。党组织在制度上嵌入公司治理体系后，在企业的运行框架、决策体系

等制度建设中起到政治把关和价值引领的作用，能够将扶贫等社会性或政治性内容和议题纳入

企业的战略考虑范围（张铮和何琪，2021），激发企业决策者对扶贫社会责任的关注。此外，高管

作为决策主体是影响企业注意力分配的重要因素。从管理层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上来看，党组

织作为企业重要参与者，影响着企业高管等决策者的思想认知和对政策的理解（郑登津等，

2020），通过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的注意力配置，推动企业管理层对扶贫社会责任产生

认可和支持。另外，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制度体系中，企业党员群体的内在社会使命感得到

激发，具有投入扶贫实践的动机，为企业将注意力分配在推进扶贫工作上提供制度前提和行动逻辑。

其次，注意力基础观认为结构位置，即企业的组织结构设置和任职模式等对注意力分配具

有引导作用（Ocasio，1997）。企业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管理层以及监事会成员的交叉任职，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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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条件的党委成员可通过法定程序担任董监高职位，而董监高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根据

相关规定和法定程序进入党委，以“双向进入”的形式在公司中占据关键结构位置而实现党在组

织结构上嵌入公司治理（马连福等，2013）。党以组织嵌入模式将由董事会、管理团队、监事会构

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凝聚起来（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重塑了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力空间（彭勃和

杜力，2022）。以往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高层组织结构能够优化企业领导班子（张铮和何琪，

2021），有利于在企业决策、管理、监督等经营中发挥作用（李明辉等，2020），弥补企业内部权力制

衡的不足（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一方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组织结构中，能作为决策参

与者引导企业的注意焦点，使企业在决策中增加对政治逻辑的注意力分配，使党的目标能更好

融入企业目标（柳学信等，2020）；另一方面，党组织成员内嵌于企业组织架构的关键岗位发挥着

监督作用，能够规范企业行为（柳学信等，2022），监督党和国家的政策在企业内部的贯彻情况。

从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的视角来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为企业在贯彻党和国家

重大政策的注意力配置上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证（李明辉等，2020）。党组织成员对党和国家的

大政方针政策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同，在企业重大决策会议上容易发表对扶贫项目的支持意

见（修宗峰等，2022），引导企业在相关决策中考虑扶贫社会责任的履行。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

治理体系，更容易发挥监督作用，能够有效督查企业的扶贫计划制订、人员职责划分、扶贫物资

组织、措施与任务落实以及效果评估（王雨磊和苏杨，2020）。在这一过程中，还能减少因信息不

对称而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可能发生的扶贫“微腐败”等（郭宏等，2020）。因而，党组织嵌入

公司治理在企业组织架构上形成新的制衡，影响企业在决策、监督等方面的注意力分配机制，推

动企业在扶贫社会责任履行上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最后，注意力基础观认为注意力受到企业现有资源的影响，企业相关资源能够指导企业将

注意力分配在一定的组织目标和执行决策上（Ocasio，1997）。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行动和动员

能力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发展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整合资源和凝聚行动力上表现出独特优

势（黄晓春，2021）。企业党组织在开展系列组织活动时，将包括高管在内的党员群体联系起来，

不仅有利于企业构建政治注意力和组织行动力，使企业在政策落实的任务执行上进行注意力配

置，还能够有效连接起高管在内的人才和技术资源，搭建起以党员高管为主导的行动体系（张铮

和何琪，2021）。因此，在组织行动的场域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发挥着整合治理主体和治理行

为的平台作用，是连接和凝聚行动主体、协调动员企业资源的枢纽（彭勃和杜力，2022），同时也为

企业决策后的行动体系提供了无形的向心力。

扶贫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协同不同行为主体的诉求，也需要各资源主体的支持和参与（黄

晓春，2021）。具体到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党组织在构建、动员以及整合企业资源，协同推动

扶贫行动的开展上具有明显优势。一是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将党的使命和理念渗透到企

业决策体系，促成管理层对扶贫社会责任的行动偏好，不仅有利于扶贫政策在企业内部传达畅

通，而且为扶贫职责划分提供了管理支持，推动扶贫任务在各部门间分解和协同。党组织利用动

员能力对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等资源进行有效融合（张铮和何琪，2021），形成扶贫的执行依据

和行动布局。二是通过各种动员活动将各部门党员有效连接起来，以党组织为主体构成扶贫行

动结点。尤其领导班子里的党员通过自上而下的扶贫号召，推动各部门党员积极行动，联动企业

内外其他行动者构建行动网络，有利于打破行动主体间的结构性割裂（韩福国和蔡樱华，2018），

充分调动企业有效资源在扶贫上的配置和协同。党组织通过行动嵌入公司治理将扶贫政策转化

为行动，使企业资源在横向上有机整合、纵向上垂直调动，为企业扶贫提供了坚实的行动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党组织以“双向进入”的方式影响企业决策中的注意力配置，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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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制度规则、组织结构以及组织行动上形成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以及互动依赖的嵌入治理，推

动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履行。

学界普遍认为，扶贫有“输血式”和“造血式”两种模式（谭贤楚，2011）。“输血式”扶贫是指

一次性或周期性地给予扶贫对象钱财物，实现短期纾困的“授人以鱼”式扶贫，其本质是一种社

会救助（谭贤楚，2011）。相比之下，“造血式”扶贫是以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

是能持续创造价值的“授人以渔”的扶贫方式，从根源上解决致贫因素，也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奠定资源与能力基础（王雨磊和苏杨，2020）。产业扶贫是“造血式”扶贫的典型模式，企业因地

制宜采取农林培育、畜牧养殖、旅游产业开发等项目来帮助农村和农户建立和强化生产能力和

产业优势，这类扶贫措施往往需要长期的参与和跟进。当企业面对“输血式”和“造血式”两种不

同模式的扶贫社会责任时，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不同，对两种不同扶贫模式的关注度也

可能存在差异。

首先，企业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其与企业互动所能发挥的影响作用就越大，能

够更好地推动企业从提升贫困地区或帮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出发，促进企业更加关注和支持

“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具体而言，企业党组成员与董事会、高管层和监事会成员的重叠度越

高，党的思想理念在高管层的认知结构中渗透性就越强（郑登津等，2020），有利于企业形成对长

远发展、共同富裕等理念的理解与认同，并将这一认知表现在企业“造血式”扶贫的注意力分配

中。其次，能力贫困理论认为导致贫困的根源在于个人能力的缺失，因而提升贫困人员的个人能

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Sen，1999）。而“精准扶贫”的实质也在于深入剖析个体的致贫原因，

相对聚焦于贫困人群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上的塑造，党在扶贫工作中也更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提

升和长期发展（邹璠和周力，2022）。由此，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党组织成员以企业

内部人角色参与企业扶贫决策时，能引导企业更多关注扶贫效益的持续性创造，增强企业在“造

血式”扶贫上的注意力配置。再次，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对企业资源状态的了解就

越深入，在资源调配和整合上就越能做到有的放矢，因而能够将企业现有的经验、技术等融入产

业扶贫中。此外，“造血式”扶贫不仅能有效增强扶贫对象的长效发展（修宗峰等，2022），还能实

现企业自身资源和市场的延伸和扩展，实现企业的持久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党的发展指导思

想，还是从“精准扶贫”的政策导向来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就越能促使企业将注

意力配置在长效发展的“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而非简单给予的“输血式”社会责任上。基于此，

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相比“输血式”扶贫社会责任，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履行

“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

（二）党建质量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扶贫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

党的基层组织一直是党的“神经末梢”，有关方针政策能否得到有效宣传和执行，也在于基

层党组织的建设质量。因此，党建质量是企业党组织有效传递党和国家的政策理念、推动和监督

重大任务落实的关键，关系到党组织能否发挥好嵌入企业的治理作用。一般而言，党建质量较高

的企业党组织，表现为政治站位坚定、作风廉洁、领导班子本领高、组织动员能力强等特征，往往

能依托高质量的党建活动增强其嵌入公司治理的深度（黄晓春，2021）。因此，在嵌入公司治理的

过程中，党组织能以自身过硬的本领，增强其对企业政治领导、价值引领上的规范作用，提升党组

织在企业组织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在此情境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决策体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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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等形成更强影响力，有利于党组织将扶贫等政治性目标内化到企业战略决策中，也有助于

在扶贫工作中有效监督和抑制经理层的败德行为，减少扶贫过程可能存在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

义行为（郭宏等，2020）。同时，党组织建设质量高也体现在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上，在嵌

入治理的过程中促使企业做出符合党和政府现行政策的预期行为（柳学信等，2022），从而更好地

引导企业将注意力分配在扶贫政策上。其次，党建质量较高的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资源的

作用更明显（李海舰和杜爽，2022）。在嵌入公司治理中，能充分发挥党员队伍的先锋带头作用，

帮助企业依据脱贫政策调动和协同各部门的资源，形成多方发力、有序参与的扶贫行动，推动企

业将注意力有效转移到扶贫社会责任的目标上。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党建质量加强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既促进

了“输血式”的扶贫社会责任，也促进了“造血式”的扶贫社会责任。

（三）农业产业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扶贫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

我国的贫困面主要集中在农村（赵立雄，2008），扶贫的主战场也在农村。农业不仅是农村的

根基，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当企业的经

营业务以农业为主时，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在企业扶贫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强。首先，由于农业产

业供给端的特殊性，从事农业产业的企业与农村地区对接的频率较高，相对了解农村贫困人口

的基本状况，激发了党员群体对农村贫困问题的强烈关注和感受。在此情况下，党的价值理念和

扶贫政策在农业企业党员高管中的渗透力较强、认可度较高，党员群体的社会责任感被有效激

发。因此，党组织在企业宣传扶贫政策以及配置企业的扶贫注意力上具有良好的文化和群众基

础，推动企业尽己所能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实现脱贫。其次，从事农业相关产业的企业往往掌握着

农业发展的专业技能，如种植、农产品销售等相关管理经验和资源，与农村扶贫所需的资源具有

一定契合度。在嵌入治理过程中，党组织能够根据扶贫政策指导企业将注意力配置在扶贫资源

的匹配上，通过对各部门扶贫资源的组织和动员，引领企业把握农村扶贫工作中的关键要点，结

合农村贫困地区的资源基础与发展定位，使扶贫任务落实到扶贫行动中，以实现农业的升级和

可持续发展。因此，当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企业的文化价值、技术资源等和农村扶贫的政

策路线相向而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促进农产企业对扶贫工作的有效对接。基于此，本文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从事农业产业加强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既

促进了“输血式”的扶贫社会责任，也促进了“造血式”的扶贫社会责任。

（四）区域红色文化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扶贫社会责任间关系的影响

文化对决策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理念具有塑造作用（Guiso 等，2015），继而影响经济主体之

间的认知、互动以及战略选择（DiMaggio，1997）。其中，红色文化作为党救国、立国、强国的产物

和价值凝聚，一直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标准和实现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在强化责任担

当和培育优良品质方面具有鲜明的优势。因此，企业所在区域的红色文化氛围较高时，不仅能促

进企业党组织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和组织建设的稳固性（陈成文和黄利平，2021），也影响着企业的

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并进一步促进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和企业在价值、行动标准上的双向融

合。一方面，红色文化促使价值引领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相辅相成。对处于红色文化浓厚地

区的企业来说，其对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具有一定敏感性。因而，红色文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党

组织嵌入治理在企业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推动管理人员在决策中融进“利他性”和“社会性”目

标，提升了管理决策者对扶贫政策的关注和支持，从而增强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注意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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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威等，2020）。另一方面，红色文化对行为活动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陈成文和黄利平，2021），

有利于加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督效力，促进扶贫行动的有序推进。

此外，红色文化不仅表现在价值观的塑造上，也特别体现在行动的转化能力上。红色文化氛围越

浓厚的区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动性越高，因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更加有效地动员企

业关注和响应扶贫政策，发动各部门人员参与到企业的扶贫行动中，构筑起扶贫的“红色堡

垒”。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5：区域红色文化强化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既

促进了“输血式”的扶贫社会责任，也促进了“造血式”的扶贫社会责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2016 年证监会及沪深交易所共同颁布了《关于完善上市公司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

通知》，对上市公司参与扶贫的信息披露加以规范，上市公司自 2016 年开始对“精准扶贫”进行

信息披露。因此，本文选择 2016−2020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筛选过程如下：首先，

剔除上市不到两年的公司；其次，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再次，剔除 ST、PT 公司；最后，剔除无法从

数据库、企业年报或者搜索引擎中获取完整确切数据信息的企业样本。本文有关企业的基本信

息、财务状况等相关数据均来自 WIND 和 CSMAR 数据库，部分缺失信息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

或者巨潮网等进行补充；党建质量和红色文化数据为手工搜集和整理，其中党建质量数据来源

于共产党员网、人民网、各省委新闻网、各省人民政府网等网站，红色文化数据源自中国网、央广

网、各省人民政府网等网站。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性变量数据进行 1% 水平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因变量，企业扶贫社会责任（PaCSR），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值来

衡量；并进一步根据“精准扶贫”项目划分为“输血式”（Transf）和“造血式”（Make）两种扶贫社会

责任，分别由兜底保障以及产业脱贫两种扶贫项目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值反映。以往研究对

“输血”和“造血”项目界定存在差异，且一些项目同时包含两种社会责任。因此，本文对上市公

司披露的“精准扶贫”项目进行逐一核查和对比，为避免项目中存在“输血”“造血”界定争议或

重叠问题，分别选取社会兜底保障投入和产业发展脱贫投入作为“输血式”和“造血式”社会责

任的代理变量。其中，兜底保障投入包含“三留守”人员和贫困残疾人投入金额，反映企业一次

性给予的“输血式”扶贫社会责任；产业发展脱贫投入包含农林产业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

贫、科技扶贫等内容，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特征发展特色产业，是“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的最

佳选择（周跃辉，2020）。

2. 自变量，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Party）。借鉴以往研究，本文利用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管

理层、监事会重合的总人数与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监事会总人数的比例作为党组织嵌入公司

治理的代理变量（马连福等，2012；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说明党组织嵌入

公司发挥的治理作用越强。

3. 调节变量。（1）党建质量（Quality），以企业党组织是否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虚

拟变量作为代理指标。根据共产党员网披露的信息，以 2016 年和 2020 年的评选名单为基础，将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年份及前四年的年份赋值为 1；否则为 0。（2）产业特色，即主

营业务为农业产业（Agriculture），以企业所属行业是否为农、林、畜、牧、渔以及副业等农业产业的

虚拟变量进行衡量。（3）区域红色文化（Redculture），以企业所在省份的红色文化基地数量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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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衡量，红色基地数量根据中国网、央广网以及各省人民政府网等披露的名单进行手工核

查和整理得到。

4. 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变量包含企业规模（Firmsize）、企业年龄（Firmage）、产权性质

（Owenrship）、资产报酬率（ROA）、财务杠杆（Lev）、两职合一（  Duality）、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PFSH）、研发强度（R&D）；行业层面的变量为行业竞争度（HHI）；地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贫困

县数（Poverty）、区域划分（Region）。此外，进一步对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进行控制。

（三）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检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党建质量、农业产业、区域红色文化与企业扶

贫社会责任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PaCS Rit = β0+β1Partyit +β2Controlit +
∑

Year+
∑

Industry+εit （1）

PaCS Rit = β0+β1Partyit +β2 Mit +β3Partyit ×Mit +β4Controlit+∑
Year+

∑
Industry+εit

（2）

其中，PaCSR 代表因变量，包含“输血式”（Transf）和“造血式”（Make）扶贫社会责任；Party 为自变

量，表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M 表示调节变量，分别由党建质量、农业产业和区域红色文化反映。

四、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分析

1.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社会责任。表 1 报告了假设 1 和假设 2 的回归结果。其

中，列（1）是基于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列（2）在基准回归上加入自变量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

（Party），检验其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卡方检验显示列（2）相较于基准回归的拟合度得到提升，这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的扶

贫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推动作用，假设 1 得到支持。此外，本文在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

上，检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输血式”和“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根据结果可

知，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和“造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高于“输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这表明相

比“输血式”扶贫社会责任，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将注意力分配在“造

血式”扶贫社会责任上，由此支持了假设 2。

表 1    党组织治理与扶贫社会责任

Poverty alleviation Transf （输血） Make （造血）

（1） （2） （3） （4） （5） （6）

Party 0.300***（4.542） 0.041***（5.023） 0.046***（6.079）

Firmsize 0.655***（41.030） 0.655***（41.038） 0.179***（17.084） 0.178***（17.078） 0.312***（31.969） 0.311***（31.983）

Firmage 0.006*（1.795） 0.005（1.626） −0.010（−1.191） −0.012（−1.378） −0.003（−0.311） −0.004（−0.538）

Ownership 0.360***（8.801） 0.324***（7.786） 0.010（1.007） 0.0004（0.038） 0.089***（10.042） 0.079***（8.719）

ROA 1.332***（5.539） 1.329***（5.531） 0.004（0.410） 0.003（0.398） −0.005（−0.646） −0.005（−0.662）

LEV −0.556***（−5.294） −0.555***（−5.288） −0.013（−1.224） −0.013（−1.214） −0.041***（−4.289）−0.041***（−4.280）

Duality 0.081**（2.189） 0.081**（2.195） 0.006（0.751） 0.006（0.757） 0.012（1.586） 0.013（1.595）

PFSH 0.005***（4.135） 0.005***（4.202） 0.010（1.161） 0.011（1.233） 0.028***（3.500） 0.029**（3.590）

R&D −0.007（−1.544） −0.007（−1.506） 0.016*（1.713） 0.017*（1.759） −0.027***（−3.038）−0.026***（−2.989）

HHI 1.031***（4.487） 1.020***（4.439） 0.112（0.749） 0.104（0.693） 0.723***（5.185） 0.714***（5.123）

Poverty 0.015***（9.631） 0.014***（9.517） 0.072***（4.596） 0.070***（4.469） 0.125***（8.613） 0.123***（8.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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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表 2 报告了党建质量、农业产业和区域红色文化的调节作用

结果。①从表中可以看到，交互项 Party×Quality 对“输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对“造血

式”扶贫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党建质量的高低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

理与“输血式”扶贫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影响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但能强化党组织嵌入公司

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虽然假设 3 只得到部分支持，但与本文“造血式”扶

贫社会责任的指向基本一致，充分体现出党建质量较高时党组织对企业承担更高级社会责任的

关注度更高。
  

表 2    调节作用实证回归结果

Transf （输血） Make （造血）

（1） （2） （3） （4） （5） （6）

Party 0.084***（5.104） 0.077***（4.650） 0.083***（5.089） 0.271***（5.612） 0.319***（6.556） 0.294***（6.094）

Quality 0.041（0.774） −0.178（−1.143）

Party×Quality −0.159（−0.963） 2.232***（4.615）

Agriculture 0.051（1.335） 1.323***（11.740）

Party×Agriculture 0.176*（1.840） −1.005***（−3.588）

Redculture 0.018**（2.037） 0.004（0.169）

Party×Redculture −0.006（−0.178） 0.206**（2.203）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599***（−6.979） −1.487***（−5.913） −1.650***（−7.172） −10.972***（−16.303） −7.291***（−9.910） −10.950***（−16.196）

Number 15 588 15 588 15 588 15 588 15 588 15 588
 
 

交互项 Party×Agriculture 对“输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

“造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农业产业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和“输

血式”扶贫的关系中起到了强化作用，但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和“造血式”扶贫的关系中起到

了替代作用，假设 4 得到部分验证。出现替代作用的原因可能在于：主营业务为农业的企业往往

与农村地区有深层次的合作，是与农户具有同向发展目标的利益共同体（吴重庆和张慧鹏，

 

续表 1    党组织治理与扶贫社会责任

Poverty alleviation Transf （输血） Make （造血）

（1） （2） （3） （4） （5） （6）

Region 0.105**（2.375） 0.109**（2.450） −0.020（−1.280） −0.019（−1.200） −0.010（−0.653） −0.008（−0.556）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8.075***（−19.611） −18.005***（−19.545） −0.293（−1.216） −0.269（−1.120） −1.039***（−4.631）−1.013***（−4.518）

Number 15 588 15 588 15 588 15 588 15 588 15 588

Improvement in model fit test

Comparing with Model / 1 / 3 / 5

Chi2 test of ΔLogL / 20.69*** / 25.30*** / 37.06***

　　注：*、**和*** 分别表示 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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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其运行规则、行动准则等制度设计也是围绕农业产业的发展，具有自主发展农业产业的行

动逻辑；同时，企业能够迅速利用产业优势开发贫困地区的农业资源，实现自身产业和扶贫工作

的双丰收。在此过程中，企业发展与贫困地区的农业资源开发是同向关系。因此，党组织嵌入公

司治理和从事农业产业的企业均倾向于将企业注意力配置在“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上，而这两

种效果的叠加未产生额外价值，从而产生了替代作用。

交互项 Party×Redculture 对“输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对“造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

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区域红色文化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和“输血式”扶贫的关

系中未起到调节作用，但增强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和“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假

设 5 得到部分支持。这一结论充分展示了在当地浓厚红色文化的加持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

程度越高，越能激励企业将注意力分配在开展创造长效价值的“造血式”扶贫上。

（二）稳健性检验①

1. 指标替换法。（1）替换自变量。本文选取党组织成员与董事会人员的重合比例作为党组

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替代变量（Par_boa），发现回归结果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2）替换调节变量。

企业层面的党建质量，以是否获得省级先进党组织称号作为替代变量（Quality1）；具有产业特色

的农业产业，以经营范围包含农、林、畜、牧、渔、花卉、树木种植和培育等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的

虚拟变量作为替代变量（Agriculture1）；区域层面的红色文化，以注册地所在省份的不可移动革命

文物数量作为红色文化的替代变量（Redculture1）。②上述替换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

2. 内生性问题。③（1）由于企业是否实施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并非完全随机选择的结果，因

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解决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具体利用近邻匹配法进行有

放回的样本匹配，根据匹配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本文的研

究结论。（2）Heckman 两阶段。为修正由于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本文进一

步采用 Heckman 两步法对样本加以检验。在第一阶段，借鉴万攀兵（2020）等的研究，选取上市企

业所在省份具有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样本比例、各个省份距新中国成立日期（1949 年 10 月

1 日）的解放天数间隔、各省会与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距离以及最短通信时长作为工具变量，

对自变量进行回归。基于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计算出逆米斯比率（IMR）作为控制变量代入到第二

阶段的模型回归。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与原回归结果相一致。（3）增加遗漏变量。为解决可能因存

在遗漏变量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修宗峰等（2022）的研究，增

加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层面的固定资产比例（PPE）、经营净现金流（OCF）、董事会规模（Board）

和独立董事比例（INDR），以反映企业自身状况和内部监督体系的完善度；宏观层面的各省份年

度 GDP 的自然对数值（GDP），以捕捉公司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审计师是否为四大（Auditor），

以反映外部监督作用。此外，采用自变量相对于因变量滞后一期、控制住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

方法进行实证回归，回归结果仍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

（三）作用机制分析

1.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注意力配置。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促

进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履行，而这一关系的潜在机制在于企业的注意力配置，即党组织嵌入

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的注意力配置而作用于企业的扶贫决策和表现。由于注意力较为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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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测度和量化，现有研究大多根据 Ocasio（1997）的注意力原理来间接捕捉企业的注意力分配

机制。具体而言，企业所处的特定情境促成其对注意力分配的选择，而组织资源等因素对企业的

特定情境具有决定作用（Ocasio，1997）。由此，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否发挥作用，可以从组织资

源和特定情境两个方面来间接检验。为验证该潜在逻辑，本文从组织冗余资源以及扶贫政策两

个维度来解析党组织嵌入治理在企业扶贫方面发挥的注意力分配机制。

冗余资源代表企业可利用的额外资源，影响企业决策过程中的注意力焦点（Stevens 等，

2015）。通常，企业冗余资源较充足时，决策者对社会责任等非经济性目标的关注会增加；而在冗

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将注意力分配在经济和效率目标上（Stevens 等，2015）。因

此，当企业的冗余资源较少时，企业通常对社会性目标的关注较少，将有限资源分配在扶贫上的

意愿较低。但当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并对企业的注意力分配产生影响后，将促使企业将有限的

资源配置到扶贫社会责任上，即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在组织冗余资源较少时的作用更为明显。

据此，本文利用流动比率衡量企业的冗余资源，将流动比率低于样本均值的企业归入“冗余资源

少”组，将高于样本均值的企业归入“冗余资源多”组。为保证这一机制检验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此处仅对开展了“输血”或“造血”扶贫活动的样本展开分析。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党组织

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正向作用在冗余资源少的样本中显著，这表明在企业冗余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促进作用更强，反映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

增加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关注和回应。
  

表 3    党组织嵌入治理与企业扶贫的作用机制检验

Transf （输血） Make （造血）

（1）冗余资源少 （2）冗余资源多 （3）冗余资源少 （4）冗余资源多

Party 0.155**（2.052） 0.047（0.384） 0.245*（1.686） −0.235（−0.960）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2.757（−1.317） 2.585**（2.560） −25.576***（−6.342） −12.576**（−6.160）

Number 1 519 669 1 519 669
 
 

作为政策性的社会责任，企业的扶贫注意力受到外部政策变化的影响，而党组织在国家政

策宣传和贯彻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从纵向时间轴来看，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发生过调整

和优化。因此，本文认为这种扶贫重点的调整在党组织嵌入治理越深的公司中越能得到体现，能

有效影响企业对扶贫政策注意力焦点变化的响应。据此，本文首先手工爬取和整理了 2016−2020 年

间发布的国家级扶贫政策、意见等共计 166 项。①然后，依据正文对涉及“输血式”扶贫内容、“造

血式”扶贫内容的政策进行单独计数。②由计数结果可知，2016 年和 2017 年政策导向多数在“输

血式”扶贫上，2018 年是扶贫政策稳序推进的转折年，“造血式”扶贫成为政策的主要导向。基于

此，本文根据主要政策导向为“输血式”扶贫或“造血式”扶贫进行异质性检验，即 2016−2017 年

为“输血式”扶贫政策导向组，2018−2020 年为“造血式”扶贫政策导向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

示，在“输血式”扶贫政策主导的情境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推动企业积极履行以救助形式为

代表的扶贫社会责任，而在“造血式”扶贫政策的导向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输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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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2016 年 38 项、2017 年 31 项、2018 年 35 项、2019 年 32 项、2020 年 30 项。

② 各年的政策中涉及“输血式”和“造血式”扶贫内容的数量分别为：2016 年的 23 项与 21 项、2017 年的 20 项与 16 项、2018 年的 19 项

与 22 项、2019 年的 15 项与 20 项、2020 年的 10 项与 2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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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式”两种扶贫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根据系数可知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

高，企业越积极响应“造血式”扶贫。

为进一步考察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在政策上的纵向变化效果，本

文进行逐年回归。根据结果可知，①在政策导向为“输血式”扶贫的 2016 年和 2017 年里，党组织

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履行“输血式”扶贫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造血式”扶贫的

社会责任履行无显著影响。在政策导向转折的 2018 年，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对“造

血式”扶贫社会责任的响应。而随后的 2019 年和 2020 年虽然从政策导向上仍是“造血式”扶贫，

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两种扶贫模式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再次回归到政策内容本

身，通过对政策内容的详细分析发现，在 2019 年开年便提出“要统筹安排各类扶贫项目，形成攻

坚合力”等两种扶贫模式都要抓的统筹发展观。②本文根据具体的扶贫政策对党组织嵌入公司

治理下企业扶贫的注意力配置进行纵向解读，不仅体现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政策理解和贯

彻的精准性，更体现出我国在扶贫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关政策体系的发展理念。

2. 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虽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但国

有企业不仅承担着经济发展功能，还要坚决贯彻党的决策部署。因此，在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

中，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目的和效果以及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程度可能存在一定差别。基

于此，本文利用产权性质（Owenrship）进行分组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在国有企业样本中，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造血式”两种扶贫的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

民营企业样本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与“造血式”扶贫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扶贫社会责

任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差异。原因可能在于，两者的党组织地位的差异性和党组织参与治理的

动因差别。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③国有企业会更为坚

决地落实党的各项扶贫政策。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民营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的影响则具

有更明显的“兼顾”特征，即在保证贯彻国家扶贫政策的同时，设法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相配合，进

而促使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开展产业型的“造血式”扶贫以实现自身业务和市场的延伸。
  

表 4    扶贫政策响应的纵向检验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机制检验

“输血式”扶贫政策导向

（2016−2017年）

“造血式”扶贫政策导向

（2018−2020年）

Transf
（输血）

Make
（造血）

（1）

Transf
（2）

Make
（3）

Transf
（4）

Make
（1）

国有企业

（2）

民营企业

（3）

国有企业

（4）

民营企业

Party
0.122***

（3.995）

0.111
（1.305）

0.068***

（3.427）

0.334***

（5.638）

0.087***

（4.320）

−0.116*

（−1.817）

0.246***

（3.842）

0.335**

（1.969）

Control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542***

（−4.725）

−8.700***

（−9.552）

−1.634***

（−5.161）

−11.967***

（−12.607）

−1.754***

（−4.578）

−1.383***

（−4.520）

−14.618***

（−12.037）

−7.507***

（−9.202）

Number 5 857 5 857 9 731 9 731 5 062 10 526 5 062 10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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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基于年份的逐年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呈现；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如 2019 年 3 月 13 日的《关于做好 2019 年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统筹安排各类扶贫项目，形成攻坚合力，避

免整合资金支持的项目与社会帮扶等其他资金安排的项目简单重复”等。

③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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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是新时代企业发展的必答题，但是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相比发达国

家仍有一定差距。企业党组织作为有机融合企业力量的基层设置，其在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上的作用尤为值得关注和探究。本文以 2016−2020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党组织嵌入

公司治理的视角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以及不同扶贫模式的影响，考

虑到企业党组织自身的建设质量、脱贫攻坚的农村主战场特征以及区域的文化氛围，进一步考

察了党建质量、农业产业以及区域红色文化三种情形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党组织嵌入公

司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对扶贫社会责任的履行，且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

于“造血式”的产业扶贫模式；调节作用分析表明，在企业党建质量较高、区域红色文化较浓厚的

情境下，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更能促进企业履行“造血式”的扶贫社会责任；而当企业的主营业

务为农业时，能够增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输血式”扶贫社会责任的积极影响，同时会对党

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社会责任的关系起到替代作用。同时，本文还检验了党组织

嵌入公司治理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注意力配置来作用于扶贫社会责任的这一理论机制，发现党

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快速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及其变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此外，本文进

一步验证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具有产权性质差异。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可得到以下管理启示和政策建议：首先，基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影响

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积极性的研究结果，我国应不断规范和完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和设

计，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融合发展。一方面，明确企业党组织与经营决策层之间的关系，厘

清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权责边界，推进党组织嵌入企业的协同治理作用，尤其把握住在不同

性质企业中的发力点，兼顾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功能和经济逻辑；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价值塑造和组织动员能力，利用党的组织功能增强企业的文化内涵和组织凝聚力，加强党组

织在社会责任履行等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引导作用，有效衔接企业力量在乡村振兴等领域

的担当和责任。其次，以产业扶贫为代表的“造血式”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保持脱贫成果的

关键，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国家及地方政府应支持企业开展产业扶贫，并助力参与扶贫的

企业因地制宜地协助被帮扶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和农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村发展的产业链条，增

强发展韧性。最后，各地应积极挖掘当地的红色资源与文化内核，传承和发扬新时代的红色文化

精神，引导企业持续关注社会责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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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transfusion” or “Blood-making”: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nterprise Poverty Alleviation

Dong Jing,  Lv Mengli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Embedding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not only is a unique feature, but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SR and realiz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was proposed, a large number of enterprises have
made concerted efforts to further promot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demonstrating the duty and responsibil-
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cause of poverty reduction. However, whether and how the Party organization
plays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SR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Therefore, extracting
the key mechanism of embedding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to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and stimulate the initiative of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hus, taking the research sample of A-share non-financial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16 to 2020, this pa-
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CSR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
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effectively promotes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higher
the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blood-ma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2) The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blood-making poverty allevi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xt of
higher-quality Party building or stronger regional red cultur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blood-transfu-
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hen the main business of the enterprise is agriculture, it plays a substitut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blood-making poverty alle-
viation, but plays a strengthening role in blood-transfu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3)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
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plays a role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 attention. In addi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impac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em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Combined with the attention-based view,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ncreases the
research accumula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2) It divides the so-
cial responsibil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to the two categories of “blood-transfusion” and “blood-making”,
which refines the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on the content and nature of CSR. (3) It discusses the moderating ef-
fect from the internal, industri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respectively, which broadens the boundary research
betwee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CSR. (4) It supplements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e unique gov-
ernance ele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n China’s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al values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n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micro-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undertakings such a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orm an orderly social governance ecosystem.

Key words: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policy response； CSR；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责任编辑　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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